
中国国际法哲学的自主建构及其规范化进路

江河 *

内容摘要：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使国际法的法哲学建构成为国际法学科体系、学

术体系和话语体系发展的基本前提。自近代以来，以殖民体系和单向度全球化为背

景，西方国家建构了非正义的国际规则体系，其引发的全球治理问题呼唤负责任大

国积极引领国际法的理论和规范重构。为此，横向的范畴体系及其互动功能有利于

通过社科法学的路径自主建构中国的国际法哲学。当代国际法的碎片化和开放性

使主体论和价值论构成国际法基础理论形构的主导性范畴。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

的人类主体性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和谐价值观，推动了国际法主体论与价值论的

互动，沿着秩序正义化和广义法律体系的逻辑形塑了国际法的宏观体系，也微观地

促进了国际法原则和具体规则的规范建构。

关键词：基本范畴 单向度全球化 国际法哲学 人类命运共同体 儒家和谐观

法律是人类制度文明的主要体现，它具有客观的历史性和鲜明的时代性。国际

法是调整国际关系的行为规范，它既以客观的世界一体化为社会基础，也依赖于国

家间的意志协调。欧洲资本主义的发展促进了民族国家的兴起以及全球殖民体系

的建立，在此基础上，民族国家及其主权原则建构了近代国际法；冷战之后，西方新

自由主义进一步塑造了所谓的“以规则为基础的国际秩序”。近年来，百年未有之大

变局引发了全球治理体系的重塑，西方主导的单向度全球化导致了大多数国家的发

展问题和人类的共同生存危机，国际法秩序的重构成为历史的必然。随着综合实力

与国际地位的逐渐提升，中国积极倡导维护“以国际法为基础的国际秩序”，但其在

全球国际法学界的话语权和影响力较为有限。目前，中国在创设和运用国际法规则

的外交实践中较为被动，而且尚未建构中国特色的国际法理论体系，从而由国际法

的接受者、跟跑者转变为建设者甚至引领者。在这种历史和现实背景下，建构中国

自主的国际法哲学具有时代意义。

* 中南财经政法大学法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中南财经政法大学国际法治与国家安全研究所

所长。

本文系国家社科基金重点项目“国际法价值体系的和谐同构研究”（23AFX023）的阶段性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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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传统国际法的历时建构及其中国重构的时代背景

传统国际法奠基于威斯特伐利亚和会，并以民族国家相互交往的国际社会为现

实基础。民族国家的主体性基石与国家主权原则的本体性支柱共同形构了传统国

际法大厦。然而，西方国家主导的传统国际法秩序并未实现国际社会的基本公平和

正义，日益凸显的发展问题和数字鸿沟揭示了全球化的经济单向度性，跨国经济活

动的负外部性也加剧了气候变化等全球公地悲剧。在各种非传统安全问题的威胁

下，国际社会的组织化、世界经济中心的亚太转向以及发展中国家的崛起，逐渐瓦解

了传统国际法的社会基础。

战后国际政治的分化、世界经济一体化以及国际社会的组织化，使 20世纪成为

现代国际法的建构时代；而全球经济中心的亚太转移、发展中国家的崛起、全球治理

的主体多元化以及全球化单向度性，使 21 世纪成为现代国际法的重构时代。国际

法的主体演进与价值重塑都将促进国际法学科、学术和话语体系的历史变迁。在百

年未有之大变局下，中国的和平发展及其优秀传统文化为形塑国际政治格局提供了

客观条件，而如何通过国际软实力来重构国际法体系在很大程度上依赖于国际法哲

学的理论建构。

正如资本主义首先生产了它自身的“掘墓人”一样，欧美在建构了国际法体系的

同时也孕育了这种体系解构的主体性力量及客观问题。主权国家是近代欧洲建构

国际法的基石，尽管民族国家和主权国家的产生具有同质性，但是民族国家通过“民

族”的内涵和主要特征塑造了其历时开放性。①民族国家对于 20世纪国际秩序的解

构，不仅体现在政治层面的民族解放运动中，而且也包括民族自决原则和国际人权

法对传统国家主权观念的挑战，集体人权与民族内涵的互动削弱了传统的国际法秩

序。“一切历史都是当代史”，民族解放运动瓦解了欧洲国家建构的殖民体系及其不

平等条约体系。在英美实现霸权交接之后，国际法规范体系的现实形塑和国际法学

说的理论建构逐渐由美国所主导，文化的同质性使欧美外交塑造了国际法的西方中

心主义。因为实力的整体衰落，欧洲国家只能在同质性文明的背景下孕育其理想的

自然国际法，即欧盟法；而美国则在全球接过欧洲殖民体系的接力棒，在经济全球化

过程中建构了新自由主义的实证自然法，这种规则体系主要以“经济联合国”世界贸

易组织的法律秩序为主，其体现了同类商品（like products）的主体性和国际市场的

效率价值。以 20 世纪国际社会的组织化为背景，发展中国家竭力通过《联合国宪

① 大部分政治学和社会学的学者将共同语言、共同地域、共同经济生活以及表现在共同文化上

的共同心理素质界定为民族的四大基本特征。参见彭英明、徐杰舜：《从原始群到民族：人们共同体通

论》，广西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196-212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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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的效力优先性和国家主权原则的实质平等建构国际法，①但是，《联合国宪章》的

宪法性局限于维护国际和平与安全的首要宗旨。换言之，联合国在全球经济的公平

发展及其负外部性的规制上缺乏有效性。

从《关税与贸易总协定》到世界贸易组织的体系拓展及其市场效率支配的制度

化，都使西方国家成为经济全球化的主要受益者，而以世界经济中心的亚太转移为

社会背景，历时的资本积累形成了欧、亚、美之间的国际“三明治”经济格局，其中，亚

洲因发展问题日益被边缘化。同时，由于国际市场的盲目性以及全球经济活动的负

外部性，全球的发展鸿沟和公地悲剧都导致了非公平发展和气候变化等国际性问

题。美国主导的经济全球化在所谓的“复合相互依赖”中实现了消极和平，但是也导

致了诸多全球治理问题。逆全球化趋势、国际民粹主义的兴起等因素与美国的霸权

主义相互作用，使传统安全威胁死灰复燃，各种生态危机和世界大流行疾病持续威

胁到人类的整体生存，西方的冷战思维和国际安全博弈困境促成了欧美对抗中俄的

蝶形安全战略。在民族文化多元的背景下，民族国家之间的“文明冲突”使非传统安

全危机雪上加霜。国际关系主体的多元化、价值冲突以及环境和科技风险的全球

化，将在不可逆转的国际市场流动中酝酿多重的全球自然状态。概言之，随着传统

国际法主体的分化和兴起，全球治理进程中的主体多元化以及主体性法律强化中的

价值冲突问题，将导致国际法本体建构的分歧，国际法的重构必然呼唤新时代自然

法的复兴。

在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下，新自由主义编织的全球化谎言揭示了全球化的单向度

性，非公平发展和非传统安全威胁都使国际法治向全球治理退却。在特定的历史阶

段，大国政治和国际法治构成全球治理的两大要素，两者的互动和对立决定了国际

社会的发展方向和人类的共同生存利益。在中美大国实力交替的背景下，发展中国

家的兴起、全球治理的主体多元化以及自然法复兴的新理念，都为中国重构国际法

创造了历史条件和社会基础。霸权政治和负责任大国政治是大国政治的两种历史

形态，如果说前者以恶法亦法和霸权稳定论建构了国际法秩序，后者则将以自然法

和国际关系民主化重构国际法秩序。大国实力的政治均衡和负责任大国的国际法

实践有利于遏制霸权政治，并最终导向国际关系民主化。作为负责任大国，中国始

终坚定维护以国际法为基础的国际秩序，这是中国传统和谐观的现代面向和国际法

实践。

① 《联合国宪章》第 2条“本组织在维持国际和平及安全之必要范围内，应保证非联合国会员国

遵行上述原则”以及第 103条“联合国会员国在本宪章下之义务与其依任何其他国际协定所负之义务

有冲突时，其在本宪章下之义务应居优先”的规定，确立了其在国际法规则体系中的优先性地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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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基本范畴体系与国际法哲学的形构逻辑

法哲学是历时性和理论化的法理学，法理学是共时性和实践化的法哲学。依其

自然表达，国际法具有实践的规范体系和理论的学科体系的双重含义，两者共同构

成了国际法知识体系的基本要素，并在历时和共时的互动中形成了法哲学的内涵和

外延。因此，西方建构国际法的过程和近代国际法的发展史，为现代国际法的法哲

学提供了归纳性素材和历史经验，其主体多元化和价值变革趋势也为现代国际法的

重构奠定了逻辑演绎的主体能动性和价值规范性。法哲学、法理学和法律史构成了

不同层次法学学科的基础理论，其中法律史更多地被视为法学论证的抽象客体，它

是法哲学和法理学都必须关注的事实，三者的辩证关系是认识横向范畴体系和纵向

范畴体系之主导性理论建构功能的前提。

（一）横向范畴体系与国际法哲学的共时理论建构

范畴是反映事物本质属性和普遍联系的基本概念，是人类思维成果高级形态中

具有高度概括性、结构稳定的基本概念。①作为哲学概念，范畴为法学研究提供了理

论工具，不同的划分标准将产生不同的范畴分类及相应的范畴体系。以范畴的层级

为标准，法学范畴可以划分为纵向的普通范畴、基本范畴和基石范畴；②以范畴的类

型为标准，则可以划分为横向的本体论、主体论、价值论、客体论、运行论等主要范

畴。③纵向范畴体系和横向范畴体系为法学研究提供了不同的研究范式，法理学的

纵向范畴体系与实证的等级性法律体系相适应，法哲学的横向范畴体系与冲突性的

价值体系和碎片化的法律体系相适应。同时，二者的学科适用存在一定的条件，专

业性和封闭性较强的法学学科以纵向范畴体系的法理学建构其基础理论，而原始性

和开放性较强的法学学科以横向范畴体系的法哲学建构其基础理论。法哲学的理

论建构依赖于社科法学的研究方法；法理学的建构则依赖于法教义学的研究方法。

由于国际法具有较强的原始性和开放性，国际法学的理论建构主要依赖于法哲学及

其社科法学方法。

近现代国际法主要基于平权社会结构中国家主权的本质属性和国家主权原则

的实践。全球公民身份的缺失，使国际法无法沿着自然人的权利演化出具有等级性

的国际法体系，规范的碎片化成为国际法本体的基本特征。在这种情形下，横向范

① 参见《中国大百科全书》总编委会：《中国大百科全书》（哲学卷），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 1987

年版，第277页。

② 纵向范畴体系也可以划分为普通范畴、基本范畴、中心范畴和基石范畴，参见张文显：《法哲

学范畴研究》，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 2001年版，第 14-15页。但是，就逻辑学和事物的发展阶段而言，三

分法更为合适，因为中心范畴和基石范畴并无质和量的本质区别。

③ 参见张文显：《法哲学范畴研究》，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1年版，第13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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畴体系主导了国际法学的理论建构。在国际法的横向范畴体系中，各种基本范畴具

有内在关联性和互动性。就共时的直接关系而言，主体论、价值论、客体论和本体论

构成内在横向范畴，就历时和共时互动的间接关系而言，关联论、发展论和运行论构

成外在横向基本范畴。①生产力和社会一体化的发展水平决定了内在和外在横向范

畴在法学理论建构中的优先性，外在横向范畴则在共时和历时的互动中决定了横向

范畴体系和纵向范畴体系在各级法学学科理论建构的主导性交替。当内在横向范

畴无法为国际法学科及其专业提供主体及其权利的等级建构逻辑，其外在横向范畴

将深刻影响内在横向范畴，这就导致了整个横向范畴体系在国际法的理论和规范建

构中的优先适用性。

哲学主客体原理的普遍适用性使主体论成为国际法理论建构的出发点。主体

论和价值论决定了国际法本体论的法哲学建构，其中前者决定了后者的碎片化和非

体系性。尽管主权国家曾经是国际法的唯一主体，但是国际法的主体在历史中对国

际关系的主体开放，而且自然人的跨国流动和人类文明的进步将不断软化国家的主

体性。在全球治理成为国际社会共同目标的背景下，国际法主体的多元化成为必然

的发展趋势。社会一体化使国家的对外开放不可逆转，国家难以改变国际关系的发

展规律。沿着哲学主客体关系的法学适用逻辑，价值论成为国际法理论建构的第二

范畴，法学主体论和价值论共同形塑了现实的法律体系及与其相适应的理论基础。

民族国家成为国际政治的基本单元和国际法的首要主体，国际社会难以就国际法的

基本价值达成共识，法律的终极正义难以与形式秩序形成价值互动。

国际法主体的开放性和民族文化的多元性导致了其内在横向范畴对外在横向

范畴的开放性。在内在范畴中，国际法的主体论主导了价值论和本体论的发展，外

在范畴则对运行论产生了重要影响，内在范畴和外在范畴的平行性及其互动使社科

法学方法论成为国际法哲学理论建构的支配性范式。在现代国际法中，国际法的主

体多元化和人本化及其价值变革，最终将导向内在横向范畴在理论建构中的支配

性，国际法本体的体系性和等级性也日益增强，与其对应，法理学及其法教义学建构

范式的作用也有所凸现。然而，这种国际法的未来发展奠基于历时维度下纵向范畴

体系的理论建构实践，在人类法律史的语境下，它超越了当代人的局限性及法理学

的现实性。

（二）纵向基石范畴与国际法哲学的历时法理化逻辑

就国际法的理论和规范建构而言，当代的法理学都是法律史的共时展现。自然

法在人类法律的发展中从未缺席，在法律史的历时维度下，国际法的基础理论通过

① 发展论涉及纵横向范畴体系的适用转化，而且“发展”涉及各个范畴本身的发展，因此不适宜

作为单独的基本范畴适用。同时，当下也将构成历史的时间点，运行论可被视为发展论的特定形态。

江河：中国国际法哲学的自主建构及其规范化进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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纵向范畴体系形成特定的法理学基因，这种基因将通过自然法思想影响国际法未来

发展的整体方向，并使国际法基础理论的建构通过法哲学的共识得以实现。

无论是纵向范畴体系还是横向范畴体系，它们对法学学科的理论和规范建构都

源于其主体论。权力是政治学的基石范畴，而权利是法学的基石范畴。纵向的基石

范畴根源于人的主体性，主体权利及其主体性强化展现了纵向范畴体系对于国际法

学的历时建构逻辑，并为现实的国际法实践提供了历史经验和正当性。对于传统法

学及其二级新兴或交叉学科而言，法学基础理论坐标中法哲学和法理学的共时互动

和历时主导性转换都是通过主体论实现的。法律规范的现实生成和法学学科的理

论建构，都渊源于政治与法律的历时和共时互动。在国际关系中，纵向范畴体系及

其等级性规范建构功能都立足于民族国家，民族国家沿着政治与法律以及权力与权

利的辩证关系建构了国际法哲学。在历时的维度中，民族的基本特征使主权国家对

外沿着“经济联系”“文化传统”“公民人权”建构了特殊性或区域性国际法及其相应

的法哲学或法理学，这体现了文化同质性在国际法与国内法及其法哲学与法理学转

化中的时空压缩效应。

在国际社会，纵向范畴体系的政治和法律建构以现实的国际法渊源为本体论坐

标。“条约必须遵守”是国际法的“基础规范”，①条约为纵向范畴体系建构国际法哲学

提供了实践素材和形式渊源。哪里有交往，哪里就有法。在威斯特伐利亚和会之

后，通过国际会议来进行国际合作或解决国际争端成为国家外交的主要内容，这种

交往的制度化就是条约的缔结。近代资本主义的发展促进了实证法的兴起，条约逐

渐发展为国际法的主导性渊源，各种国际习惯不断为条约所体系化和成文化，一般

法律原则在很大程度上是特殊性条约的历时归纳，也为一般性条约所编纂。基于特

殊性条约和一般性条约的实践，学者将条约分为契约性条约和造法性条约，前者可

类比于国内法中的契约，后者可类比于缔约方多数化或社会化的契约。缔约方的数

量多少难以准确界定条约的契约性和造法性，契约性条约的公法化及其社会背景事

实上揭示了国际法哲学的历时建构逻辑。在历时的维度下，条约的造法性主要体现

于缔约的主体数量和客体范围，前者与民主的大多数相关联，后者则涉及了其造法

性和政治性。

在纵向范畴体系的法律建构逻辑下，国家的主权权利是国际法律人格拟制的合

法性基础，而国际会议和国际条约是重要的拟制手段。从双边条约到区域性和全球

性的多边条约，从条约机构到国际组织，从 19世纪功能性的国际行政联盟到 20世纪

政治性的国际联盟和联合国，无不体现了契约性条约到全球造法性条约的演进。在

① 规范法学派的代表人物凯尔森主张，一切法律规范属于同一体系，其效力源于上一级的法

律，最高一级为国际法，而国际法的效力依据则来自“基础规范”或最高规范，即条约必须遵守。参见

[美]汉斯·凯尔森：《国际法原理》，王铁崖译，华夏出版社1989年版，第348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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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世纪，两次世界大战再现了国家主权滥用的重大灾难，战后建立的国际政治共同

体的合法性渊源于原始安全。更为重要的是，《国际联盟盟约》和《联合国宪章》具有

造法性条约的性质，这种造法性条约的类宪法地位以世界和平与安全为前提。相比

较而言，19世纪的国际行政联盟则缺乏政治共同体的原始属性及其规制权力。①民

族国家文化的差异性深刻影响了国际法哲学法理化的外交实践，并沿着人权之人民

和政治之公民的主体性法律化进路，塑造了形态各异的区域国际法。以法德战争的

历时性自然状态为教训，欧盟法的发展预示了宪制化的历时实践进路，②从单数到复

数的欧共体再到欧洲联盟，先前的国际条约不断地被体系化和等级化。③条约—宪

法性条约—宪法—欧洲宪法的宪制正当性取决于欧盟公民身份制度、欧洲议会的直

接选举以及欧盟决策的双重多数及其历时互动。④换言之，就国际法的理论和规范

建构而言，欧盟法的法理化在一定程度上预示了未来国际法哲学的发展趋势。

（三）国家主权与国际法教义学的共时和历时互动

“条约必须遵守”是穿越国际法史的形式化和哲学性的“基础规范”，它是“约定

必须遵守”的国际法演绎，也是霍布斯所界定的自然状态之重要自然法原则。⑤从形

式的法哲学到实质的法理学，国际法渊源的历史变迁及其基础理论的学科化，都依

赖于国家主权的历时和共时实践及其互动。国家主权的权力和权利属性奠定了国

际法的双重法理，大国政治和自然国际法分别成为国际法之政治学和法学形构的现

实动力和价值渊源。然而，两大学科基石范畴的内在冲突，往往使国家主权原则的

国际法实践陷入悖论。在法哲学、法理学和法律史的互动逻辑中，作为国内法和国

际法的关联性主体，主权国家沿着民主和法治的历时实践逻辑将国际法导向宪制体

系，从而在国际法基础理论的纵横坐标中创制了国际法教义学的理论谱系。

作为国际法的天赋主体，国家及其主权本质成为认识国际法实践的基础。国际

① 国际行政联盟是 19 世纪中后期欧洲国家基于多边条约建立的各种专门性国际组织的统称，

其旨在促进成员国在河流管理、邮政电报等行政事务领域的国际合作与协调。

② 在欧洲一体化进程中，早期建立欧洲煤钢共同体的《罗马条约》和《巴黎条约》在法律性质上

无疑是典型的国际法渊源，因为条约是国际法的主要渊源，而宪法则代表着国内法存在及其等级化的

合法性基础。

③ 不同于全球意义下的国际法实践，欧盟法的直接效力原则、欧盟法优先原则及其初步裁决制

度（preliminary rulings）确立了其体系性和等级性。参见曾令良：《欧洲联盟法总论：以〈欧洲宪法条约〉

为新视角》，武汉大学出版社 2007年版，第 167-168页；李双元、李赞：《21世纪法学大视野：国际经济一

体化进程中的国内法与国际规则》，武汉大学出版社2016年版，第158-164、171-173页。

④ 欧盟公民身份由 1992 年《马斯特里赫特条约》确立，其规定每位成员国公民都是欧盟公民。

1976 年《欧洲议会议员直接选举法》规定，欧盟公民在其所居住的欧盟成员国的地方选举中享有欧洲

议会的选举权和被选举权。1979 年起，欧共体成员国开始直选欧洲议会议员。随后的《尼斯条约》为

欧盟法立法规定了成员国之多数以及成员国总人口之多数的双重多数决策制度。

⑤ 参见[英]托马斯·霍布斯：《利维坦》，黎思复等译，商务印书馆2009年版，第101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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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学科的核心问题是如何在主权国家之间建立秩序，这可以被认为是国际法学的决

定性困境。①权利和权力分别构成法学和政治学的基石范畴，在国际无政府状态中，

国家主权同时具有权力和权利的双重属性。国家主权的双重属性造就了国际法的

双重法理，即国内法之法理基础和无政府状态之国际政治。②国家主权的双重属性

与国际法的双重法理决定了传统国际法的基本特征。国家主权的双重属性在国际

关系中既可实践为实证国际法，也会导致强权政治和国际法治的对立，二者分别体

现了主权在自然法上的权利属性和在无政府状态中的权力属性。国际法的双重法

理与国家主权的双重属性，都根源于国际法的主体性特征，国际法的政治基础使国

际法主体向国际政治主体开放。随着人类文明的进步，民主政治逐渐内化为法治的

基础，但国际政治无法与国际法形成法治的互动，国际政治的外交博弈成为国际法

发展的重要支配因素。在国际关系民主化的过程中，国家主权逐渐从权力属性向权

利属性过渡，这也为国际法本体渊源的发展提供了多元动力，从而为建构现实的国

际法教义学奠定了政治基础。

国家主权的双重属性、国际法的双重法理在学科的理论建构上形成了法哲学和

法理学的双重维度，以及与之相适应的社科法学和法教义学研究方法。但是，在历

时的维度下，基于国家主权的权利转向和多边条约的造法化，法教义学沿着形式和

实质的基础规范形塑了萌芽状态下的法理学。随着国际关系的民主化和造法性条

约的实效强化，权利范畴建构的国际法规范体系逐渐具有体系性和等级性。全球化

背景下国家对内的“保护的责任”③也使国内人权的公民维度和国际人权的个人维度

出现趋同。个人在历时维度下分化了国家主权，从而强化了国家管辖范围内的人本

化国际权利，主权的权力属性逐渐归约至保障这些人本化权利的政治性国际组织。

因此，法教义学的方法论日益重要，当然这种发展趋势以横向范畴体系的内部优先

性转向为条件，即外在横向范畴关联论和发展论主导性开始削弱，而内在横向范畴

则通过主体论和价值论的本体建构强化了法理学的专业性，法律体系的等级性也在

各个范畴的有机互动中得以加深。国家主权的权利属性为国际法的权利建构确立

了合法性，国际人权的发展和集体人权的实践也沿着基石范畴的逻辑形塑了国际法

教义，而且这些国际法实践与全球治理的主体多元化和现代国际法的价值变革相呼

应。

① See Antony Anghie, Imperialism, Sovereignty, and the Making of International Law 15 (Cam-

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05).

② 参见江河：《国际法的基本范畴与中国的实践传统》，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 2014 年版，第

296-300页。

③ “保护的责任”（the responsibility to protect）全称为“保护人民免遭灭绝种族、战争罪、族裔清洗

和危害人类罪之害的责任”，其已被正式纳入联合国大会通过的《2005 年世界首脑会议成果》（大会第

60/1号决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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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球治理的主体多元化和非传统安全危机削弱了国家主权外在的权力属性，也

推动了国际法的人本化趋势，和平权、环境权和发展权等集体人权则强化了世界公

民意识。主权更多地体现了政治意涵，它具有权利和权力的双重属性，而国际人权

的实践、民族基本特征的开放性以及国际组织的发展，则分化了国家主权的双重属

性。国家主权的权利下移至单数或复数的自然人，权力上移至国际组织，于是在公

民权利和公共权力中实践了政治共同体的闭环性运行逻辑。在和平与发展的国际

环境下，这种主权属性的双向分化是缓慢而渐进的。

在全球化的进程中，当多元化主体拥有国际法上的权利时，国家也会因国际法

“民主赤字”①的缩小而通过造法性条约向政治性国际组织让渡公共权力。国家主权

双重属性的演变具有联动性，其权利属性的强化和主体性转移都会导致其权力的国

际让渡。基于国家原始合法性中的安全价值以及现代国内法的民主程序，国家主权

的权利属性沿着基石范畴逻辑建构国际法。这种建构依赖于国际法主体的多元化

和国际组织的政治化。然而，由于各国政治制度的差异和世界民族文化的多样性，

这种法理建构只能在欧洲一体化背景下通过欧盟公民身份和宪法性条约的全民公

决来建构等级性的欧盟法体系。尽管英国脱欧和波兰宪法法庭分别在政治和法律

上挑战了欧盟法的优先性原则，②欧盟法的合法性和实效性仍可通过成员国之战争

的不可能性得以有效证成。在世界范围内，美国主导的单向度全球化导致了全球非

传统安全公共危机以及大国政治和小国政治的对立，使战争的幽灵笼罩着国际社

会。在这种背景下，法哲学的主体论和价值论及其互动，将有利于建构实现永久和

平与公平发展的国际法规范体系，而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的主体性和儒家文化的和

谐价值观则预示了这种可能。

三、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与国际法哲学的主体性建构

纵观人类法律发展史不难发现，任何法律体系的发展史都是其主体的演变史。

在法学基本范畴的理论建构中，主体论构成横向范畴体系和纵向范畴体系的共同出

发点。无论是主体权利对等级法律体系的法教义学建构，还是横向范畴体系中主体

和价值对本体的社科法学建构，主体和主体的多元化沿着法学的范畴体系建构了国

际法的法哲学，在时空相对论中，这种法哲学也可以理解为历时路径下的原始法理

学。全球非传统安全危机以及威胁人类整体生存的各种公地悲剧都渊源于国际法

① 国际法的民主赤字源于其造法任务主要是由行政机构的外交人员执行，而不是由公民的代

表即立法机构完成，议会外交以及立法者的条约批准程序在某种意义上改善了这一困境。

② 2021年 10月，波兰宪法法庭作出裁定，否决欧盟法在任何情况下的优先性。其后，欧盟委员

会发表声明进行回应，强调了欧盟法的最高效力和直接效力原则。See European Commission Reaf-

firms the Primacy of EU Law, https://ec.europa.eu/commission/presscorner/detail/en/statement_21_5142,visit-

ed on 12 January 20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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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主体性挑战。新自然法的复兴和国际法秩序的重构，都需要以主体论建构新时代

的国际法哲学。作为国际法秩序重构的中国理念，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蕴含的人类

主体性为国际法哲学的理论建构确立了主体的合法性和价值的规范性。

（一）单向度全球化和国际法的主体性危机

在国际社会，政治和法律处于开放性的对立与互动之中，其对立根源于主体之

间的对立，其互动根源于国际关系的民主化，前者是国际无政府状态在共时维度下

的本质体现，后者则是历时维度下民主政治和国际法治之统一性的体现。法学的主

体论主要研究社会行为主体是否享有法律人格及其在权利和义务谱系中的主体性

实现状态。就新兴的和处于原始状态的法学学科而言，政治和法律的开放性和对立

性更强，这取决于法律主体向政治主体开放，而政治主体一般通过暴力革命或渐进

的民主政治这两种方式来确立法律人格和创设法律权利。

顾名思义，近代国际法是指国家之间的法律，因此国家的主体及其主体性发展

是国际法主体论理论建构的历史起点。近代的殖民体系使国际法秩序建立在不平

等条约的基础之上，殖民地国家和宗主国之间的国际关系具有经济上的剥削性和政

治上的依附性。从主观方面来看，欧洲未将殖民地视为国际法的主体；从客观方面

来看，国际社会不存在国家主权独立和平等的政治和经济基础。在两次世界大战之

后，20世纪的亚非拉民族主义运动使广大发展中国家实现了政治主体性，并在世界

贸易组织法和海洋法等领域中使其政治主体性转化为法律上的具体权利。①尽管联

合国试图通过其专门机构促进发展中国家的经济主体性，但是冷战的政治对立和国

际贸易组织创立的失败导致了政治联合国（联合国）和“经济联合国”（世界贸易组

织）的分立，联合国贸易和发展会议所推动的普惠制在当时规制竞争的背景下被《关

税与贸易总协定》接受为重要的法律原则，然而单向度全球化最终使世界贸易组织

的普惠制名存实亡。②从《关税与贸易总协定》到世界贸易组织，从传统货物贸易到

服务贸易和与知识产权相关的法律制度，美国主导的国际贸易制度导致了国际发展

问题和数字鸿沟，国际关系中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之家的政治对立日趋明显。国

家的政治主体性强化必然导向其经济发展的诉求，广大发展中国家的政治主体性要

求重塑国际经济制度。此外，随着国际社会的组织化，联合国及其专门机构为发展

中国家政治主体性的法律转化提供了制度平台。

政治、经济和文化多向度互动的全球化，不但可以实现国际社会的公平发展，而

且也可以规制跨国经济活动的负外部性和现代科技的社会风险。单向度的全球化

① 参见江河：《发展中国家的主体性及其软法化：以国际组织为视域》，《社会科学辑刊》2021 年

第6期，第103-104页。

② 参见江河：《国家主权外在强化的法理逻辑：非歧视原则与普惠制的关联论》，《南大法学》

2022年第5期，第1、4-5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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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要服务于西方的经济利益，西方的政治和文化霸权主义也推动了单边主义和外交

政策定向说的国际法实践，而这无法在多向度互动的全球化中促进各国之间的公平

发展，也难以有效规制国际市场的盲目性和国际社会的公地悲剧。在发达国家和发

展中国家的政治对立以及非公平发展的背景下，美国“文明冲突论”的外交实践也使

全球非传统安全威胁人类的共同生存。民族国家构成国际政治的基本单元和国际

法的首要主体，这意味着世界文化多元的客观现实将深刻影响国际法的价值形塑。

全球市场力量和现代科技使国际关系日益复杂，全球治理的主体多元化和国际法客

体的复杂化，沿着价值的内在逻辑导致了国际法的价值冲突。因此，单向度全球化

在政治、经济和文化等领域造成了国际法的价值危机。

人的生存安全和主体性自由是理论和实践的出发点。现代科技的突飞猛进与

数字经济和人工智能的广泛应用加速了“技术奇点”①的到来，人类的制度文明和精

神文明难以规制新自由主义的单向度物质文明。无论是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之

间的政治对立，还是主体的多元化及其价值冲突，都以个人和国家的主体性为基

础。然而，新自由主义和资本主义将使企业在利润竞争中普遍适用人工智能，使国

家在战争中不断创新和使用人工智能武器。人工智能的进步和技术奇点的来临，将

有可能颠覆人类和人工智能之间的主客体关系。因此，在单向度全球化和高科技时

代，维系人之于物的主客体关系是人类生存和主体性发展的首要前提，也是国际社

会最大的共同利益。除了人工智能对人类的共时生存威胁以外，单向度全球化负外

部性的积累也在历时性地摧毁人类的生存环境和物质基础。

（二）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的主体性及其法律意涵

随着全球化的深入发展和国际关系的复杂化，国际法和国内法的调整对象日趋

融合，全球治理促进了国际法主体的多元化，国际法律人格从单一的民族国家扩展

到个人和国际组织。国际法以最终实现主权国家之间的人类主体性和人类共同利

益为目的，从而成为规范多元化主体之跨国关系的制度。国际法的人本化趋势及其

主体性变迁揭示了人类的主体性理念与国家主权的权利和权力分化路径。②在经济

全球化上升时期，国际市场的货物、人员、服务和资本四大自由流动，国家间的复合

相互依赖以及现代科技的不断进步，都为国家的主体间性③过渡到人类的主体性提

① 技术奇点（technological singularity）是一个假设的时间点。在该时间点上，技术的增长变得不

可控制和不可逆转，从而导致人类文明发生无法预见的变化。See NASA, The Coming Technological

Singularity: How to Survive in the Post-human Era, 1 December 1993, https://ntrs.nasa.gov/api/citations/

19940022856/downloads/19940022856.pdf, visited on 18 January 2024.

② 参见曾令良：《现代国际法的人本化发展趋势》，《中国社会科学》2007年第1期，第90页。

③ 主体间性（inter-subjectivity）是现代哲学的概念，指“主体—主体”关系中内在的性质。主体间

性通过主体间的平等交往确立了主体间的相互关照，并因此而构成相互间的交流,达到一定的意义的

共享。参见郭湛：《论主体间性或交互主体性》，《中国人民大学学报》2001年第3期，第33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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供了现实条件。如果说个人、公民、民族、国家的政治分合以及不同国际法价值的冲

突是主体性强弱和蛋糕切分的问题，那么来自人工智能的共时挑战和地球环境退化

则是哲学的是非问题和现实的人类生存问题，因此，只有人类的主体性和人类生存

的共同利益才能重构新时代的国际法哲学。同时，人本化的国际权利也意味着超越

国家意志的法律（stateless law）的产生和超国家政治组织的萌芽。①在这种背景下，

作为负责任大国，中国提出了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这一理念倡导“开放、包容、普

惠、平衡、共赢”，旨在建设持久和平的世界、普遍安全的世界、共同繁荣的世界、开放

包容的世界、清洁美丽的世界。

在国际法哲学的理论建构方面，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具有主体性、价值性和客

体性三重内涵，它也揭示了国家主权之权利和权力分化的历时路径。在这三种内涵

中，人类的主体性发挥着先导性作用，这与横向范畴体系中主体论的主导性作用是

一致的。人类的主体性是在社会场域中实现的，它是人类利用世界和探索宇宙等社

会实践在理论上的逻辑归纳和理性知识。在哲学语境下，主体性是指主体作为主体

所具有的性质、依据和条件，体现主体身份实现的程度。②人类的主体性实践于人与

自然的主客体关系，也形成于人对道德与秩序的价值追求。在法学语境下，法律是

调整特定主体行为与特定社会关系的普遍性规范，法律主体的共时实践与历时发展

在某种程度上依赖于理论的实践指导作用。在国际社会，人类的主体性是全球一体

化在哲学上的体现，也是单向度全球化背景下有效缓解国际法主体多元化及其政治

对立和价值冲突的理论基础，这种主体性的国际实践奠基于国际法的人本化和国际

社会的组织化，两者分别以国际权利和权力事实上分化了国家主权。

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基于人类而产生，包含人类的主体性意蕴。在全球风险社

会中，人类享有共同利益，也面临相同的生存危机，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关注人的主

体地位。国际法的主体性表现为国家、国际组织等政治主体的人格化，其主体性原

则要求确立相应的国际法规范。在多重的自然状态下，主体间性的利他主义逐渐在

正当性上超越主体性的利己主义，最终通过人类主权的构建弥补国家间政治导致的

国际民主赤字。人类主权是指为了实现人类所共享的基本权利或共同利益，以国家

之间的造法性条约或各国人民之间的公共契约为法律基础的超国家权力。③人类主

体性的萌芽使多元国际行为主体间的共识凝聚和政治合作成为必然。海洋法和外

层空间法领域中人类共同继承财产等法律制度，不仅体现了人类主体性的国际法实

① See Sally Engle Merry, Stateless Law: Before, Inside and Outside the Law of the State, in Helge

Dedekand Shauna Van Praagh (eds.), Stateless Law: Evolving Boundaries of a Discipline 3 (Routledge 2015).

② 参见詹艾斌：《主体性：后现代语境中的批判与理论重建》，《云南社会科学》2009年第 6期，第

73页。

③ 参见江河：《人类主权的萌芽：现代国际法的启示与回应》，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2011年版，第

31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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践，①也构成了对权利主体和权利观念的超越。随着自然科学探索外空能力的飞跃，

未来的星际旅行无疑会强化地球是浩瀚宇宙中人类共同家园的观念。人类命运共

同体理念极大地强化了人类的主体性，基于人类共同利益得以形成。人类命运共同

体理念以全球风险社会为背景，心系人类整体的生存和发展利益，构建以合作共赢

为核心的新型国际关系，从而凸显了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的“人类”及其政治共同体

的主体性。

（三）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与国际法的主体性重塑

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的人类主体性是对国际法主体变革的现实回应，它有利于

以全人类共同价值应对全球化的单向度性，从而最终实现全人类的利益共同体、责

任共同体和命运共同体。人类的主体性是国际关系民主化之大多数的体现，是从霸

权主义到多边主义的必然发展方向。国际法主体的演变及其主体性发展，促进了人

类主体性的萌芽并强化了人类社会的共同利益。互联网对物理空间和国家疆界的

超越、人工智能的广泛应用以及元宇宙的到来，将形塑国际法的全球正义观，并使国

家主权在地方化和全球化的双重压力下重塑其权利和权力属性。国际法的人本化

推动了国际法的主体性变革，就哲学的辩证法而言，国际法上的个人权利在某种程

度上意味着人类的集体权利。民族的人民性、集体性和文化性曾经建构了主权国

家，但是这种建构是以原始的安全价值和历时的民主化为基础的。全球化时代的各

种人类生存危机是国际法主体性变革和人类安全观的现实原因。

世界经济一体化、民族文化融合以及全球安全治理的主体多元化，使主权国家

的国际法地位和有效性不断被弱化。人类主体性的微观和宏观两极，分别对应国际

法权利主体的人本化和权力主体的国际组织化，在此进程中形成了权利和权力的民

主互动。当今的发展中国家构成了国际关系的大多数，可以在国际法的政治法理层

面为国际法的价值和规范建构提供程序正义和民主化基础。就人本化的国际人权

保护和人类生存的共同利益而言，国际组织体现了人类的主体性。主权国家在国际

会议和国际组织中的多边合作为国际法的合法性和实效性奠定了政治基础，国际法

主体的发展促进国际法价值的变革，国际会议的民主协商同时也体现了国家的主体

性。人类主体性在国际组织的实践主要体现为全体代表机构的决策权力，这与发展

中国家的兴起、国际关系民主化以及国际会议的原始合法性相适应。联合国、世界

贸易组织和欧洲联盟是当今世界最为典型的三大国际组织，②它们是人类主权萌芽

① 例如，外层空间法领域的《关于营救宇航员、送回宇航员和归还发射到外空的实体的协定》与

海洋法领域的《关于各国管辖范围以外海床洋底及其底土的原则宣言》中关于人类共同继承财产原则

的规定。

② 联合国是全球性的政治性组织，世界贸易组织是全球性的专业性组织，欧洲联盟是区域性的

超国家组织，三者各不相同，具有较强的代表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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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组织和权力基础。①欧洲文明的同质性使欧盟模式无法适用于民族文化多元的世

界，美国新自由主义造成了世界贸易组织和联合国之间的政治和经济对立，国际公

平发展难以实现。人类主体性可以促进发展中国家和发达国家之间的政治合作，从

而将世界贸易组织以专门机构的形式纳入联合国体系，并在政治和功能性的合作互

动中促进各国之间的政治和法律合作。基于此，以联合国为核心的国际组织体系有

利于促进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的软法化，由此，国际法的基本价值也能得以实现。

全球化时代的传统安全和非传统安全威胁相互交织，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以整

体性的视角建构人类的共同利益，以国际人道法为起点，以基本人权的国际化为动

力，促进国际法的人本化。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通过和谐价值观促进国际秩序的正

义化，使国家间的形式平等迈向实质平等，进而夯实国际法治的社会基础。人类主

体性的国际法哲学建构以法学的价值论为过渡形态，其中秩序和正义的主导性转换

是国际法基础理论从法哲学向法理学转向的标志。全球化时代的各种生存危机证

明：非公平发展的秩序具有非正义性和非持续性。在这种情形下，人类命运共同体

理念的主体性有利于在秩序的正义化中建构新时代的国际法哲学。

四、儒家和谐观与国际法本体的规范性建构

在国际法哲学的理论建构中，主体论、价值论和本体论属于内在的闭环的横向

范畴。在客体既定的理论坐标中，不同的主体追求不同的价值。法律的主客体关系

在政治、经济和文化的社会实践中形成了法律的基本价值，并在此基础上通过特定

的程序形塑了规范体系。全球治理的主体多元化和复杂化因经济上的非公平发展

形成了多元化和多层次的实质不平等，这种主体性不平等被实践为恶法亦法的国际

秩序，并导致了潜在的非传统安全危机。自然法意义下的法律体系为法律提供了价

值基础，而社会法意义下的本体论有助于认识法律的社会基础及其实效。公平与发

展的实质正义化互动以及民主与自由的程序正义化互动，建构了和谐化的价值金字

塔，进而沿着广义法律体系的逻辑形构了国际法的体系性，微观上也促进了国际法

基本原则和具体规范的建构，从而为国际法治贡献了中国智慧和中国方案。

（一）传统儒家和谐观及其现代面向

儒家文化源远流长，博大精深，“仁爱”与“中和”始终是其中心和主旨。②“和”体

① 以对人类主权之内在要素与构成基础的认识为前提，联合国、世界贸易组织和欧洲联盟分别

体现人类主权萌芽的制度基础、经济基础和初步实践，并共同奠定人类主权萌芽的理性基础与感性基

础。参见江河：《人类主权的萌芽：现代国际法的启示与回应》，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2011 年版，第

215-218页。

② 参见魏世梅、贺利平：《儒家和谐观的转换与建构》，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2009 年版，第 48-49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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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出儒家的最高价值标准和道德原则，其追求的是将矛盾元素均衡统一和共生的秩

序状态，并体现出以和为贵的至高境界，它体现了中国文化的正义秩序。儒家对和

谐的追求涉及人与自身、人与他人、人与自然、国家与国家等多个层面。①孔子视

“和”为最高道德目标，孟子和荀子则进一步强调人和的重要性，认为“天时不如地

利，地利不如人和”。就其本质而言，传统儒学试图建构伦理本位的主体人格，与宇

宙天地达到相互交融，同时人与社会、个体与类也能因此而成为充分协调的统一

体。②儒家和谐观强调的“和而不同”认为，即使个体存在差异，也应尽力沟通并包容

彼此间的差异，以达到内在互动的和谐状态。③

单向度全球化造成了日益严峻的全球风险和社会危机，使世界进入动荡变革

期，而儒家和谐观为世界文明提供了思想借鉴和实践进路。儒家和谐的实践指导作

用不仅限于历史上的中国，也具有当代的全球意义。历经几千年的儒家思想具有包

容性和开放性，这意味着儒家和谐观可以适用于国际社会。面对百年未有之大变

局，中国始终坚定不移地走和平发展道路，坚定地承担大国责任以弥补单向度全球

化中经济负外部性的治理真空。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体现了和谐观在全球化背景下

对传统儒家价值的优化整合。在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的主体性建构中，现代社会的

民主政治和法治理念得以融合，儒家和谐观由此呈现现代面向，并对国际法的重构具

有重要意义。儒家和谐观的现代面向主要体现在将传统和谐的正义化秩序实践于现

代中国的民主和法治，其之于国际法的实践就是在传统天下观的基础上承担大国责

任以促进国际法治，从而推动全球化的多向度互动，将人类的主体性形塑为“和平、发

展、公平、正义、民主、自由”的全人类共同价值。

儒家文化中不同层次的和谐为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提供文化内核，为国际法的

法哲学建构传承正义与秩序互动的全人类共同价值体系。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的

主体性法律意涵及其建构功能与儒家和谐观融合，并在正义化的秩序中推动现代国

际法的价值体系重构。作为儒家和谐观现代面向的时代回应，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

为国际法治提供了中国方案，其所追求的主权之实质平等和经济之公平发展成为国

际政治经济新秩序的价值基础。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将人类社会视为一个命运共

同体，与传统儒家的和谐观具有内在一致性，可以引领国际秩序的变革和全球化的

多向度发展。

① 参见杨明：《中国传统和谐观的内容特质与时代价值》，《伦理学研究》2008年第2期，第84页。

② 参见方同义：《中国智慧的精神：从天人之际到道术之间》，人民出版社 2003 年版，第 103-104

页。

③ 在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中，这种和合观可体现为“合作共赢、共同繁荣”的首要目标与“民主

协商、共惠共治”的治理方式。参见张立文：《中国传统文化与人类命运共同体》，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2018年版，第27-30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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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和谐观与国际法本体的体系化

在广义的共时法律体系和自然法的历时演变中，法律的价值和本体之间不存在

明确的界限，主体对于客体的价值表达在民主政治和法治的实践中形塑了法律的本

体。不同法律规范的体系化是实质正义和形式秩序的良性互动过程。①在世界民族

文化多元和单向度全球化的背景下，国际社会难以就全球正义达成共识，儒家和谐

观有利于促进公平发展、政治平等和文化融合，从而促进安全秩序的正义化。儒家

和谐观在国际经济、政治和文化领域的初步实践，使国际法的价值体系逐渐形成以

正义为塔顶和以安全秩序为地基的金字塔结构。这种金字塔价值体系的历时形构

是国际法碎片化规范的等级化过程，并且不断促进了国际法本体的体系化，使国际

法基础理论的建构范式由法哲学迈向法理学。

主体论、客体论、价值论和本体论是国际法四大内在的横向范畴，当它们和外在

的关联论、运行论和发展论平行互动地建构国际法的法哲学时，社科法学在国际法

理论建构中发挥了主导作用。国际法的本体由此具有外在的开放性和内在的碎片

化特性，这与国际关系的政治平权结构相适应。由于主体论是纵向范畴体系和横向

范畴体系的共同原点，主体论的内在演变将导致两种范畴体系的主导性转换。随着

国际法主体的多元化和国家间政治关系的民主化，外在横向范畴的作用有所削弱，

而内在横向范畴的封闭性理论建构功能日益强化。在主客体的既定坐标中，价值论

和本体论的发展具有同质的联动性。在国际法的实践中，法律的客体是社会关系，

即不同社会主体之间的关系，因此，在人类主体性支配的前提下，国际法的价值和本

体的发展具有同向性和对应性。这种对应性存在共时和历时两大维度。共时的对

应性渊源于法律概念和法律价值的关联性；历时的对应性体现于广义法律体系的规

范涟漪之中。②

穿越时空的广义法律体系是一个由内环之法律规则、中环之法律原则和外环之

法律价值构成的同心圆体系，③三圆所代表的规范外延大致与实证法学派、社会法学

派和自然法学派的法律概念所界定的外延相同。④在这种规范涟漪中，内环依次向

① 本文采用了广义的法律规范概念，其既具有规范分析方法之价值规范的含义，也具有法律基

本特征之规范的含义，后者包括一般法律原则和具体实证规则。

② 阿尔瓦雷斯主张以国家为中心、以《国际法院规约》第 38条为框架的国际法渊源已难以纳入

国际社会日益丰富的规范性内容，多元化的国际法主体所产生的规范性影响逐渐形成了一种向外扩

散的规范涟漪。See José E. Alvarez, International Organizations as Law-makers x-xiii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05).

③ 参见江河：《国际法的基本范畴与中国的实践传统》，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 2014 年版，第 19

页。

④ 自然法学派将法律的本质内涵视为正义的表达，实证法学派的法律概念渊源于“法律是主权

者的命令”，社会法学派则将法律界定为“一种社会控制的工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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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环获取历时和共时的正当性渊源。就人类物质文明、制度文明和精神文明的历时

互动和发展规律而言，从恶法亦法的实证法到“行动中的法”再到人之主体性完全解

放的正义，自然法是人类法治的最终目标。在广义法律体系的历时演变和共时互动

中，从实证法的原始安全到自然法的终极正义，法律本体的价值演进体现了和谐的

本质特征和主要内涵，然而在国际社会，和谐难以成为正义和秩序的统一体，和谐只

能被视为秩序的正义化。在共时维度下，在由价值、原则和规则组成的国际法体系

之中，国际法是国际社会共同价值和实证性国际法渊源的规范性集合体，其形成路

径是将自然国际法的正义价值演绎至实证国际法的具体规则。自然国际法的价值

形塑及其实证化，都依赖于国际法哲学的理论建构和实践指导。国际法哲学的历时

发展遵循了国内法理学的共时互动规律，国内法的主体之权利和价值之正义经选举

和立法制度转化为等级性的宪法法律体系，而国际法之体系化的漫长演进依赖于国

际关系主体的多元化和民主化以及国际秩序的正义化。由于国际社会缺乏统一的

正义认同，在特定的历史时期只存在秩序正义化的平等和公平等过渡性价值，而全

球正义难以达成。

国际社会的组织化、发展中国家的崛起与国际法的人本化，为国际法的主体变

革奠定了社会基础，然而西方推动的单向度全球化造成了国家之间的非公平发展和

全球非传统安全危机，霸权稳定论和经济强制的国际和平与安全是短暂的非正义秩

序。国际法的主体多元化、民族文化认同的变迁以及国际安全的非传统化，都预示

了国际秩序的正义化趋势。因此，在机遇与挑战并存的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下，人类

命运共同体理念的人类主体性有助于推动国际秩序的正义化。在广义法律体系的

历时逻辑下，微观的具体规则、中观的法律原则和宏观的法律价值三者之间不存在

明显的界限，同时，内环和外环将以法律原则为中介发生相互转化。沿着三大法学

派有关法律本体的理论互动以及社会正义的民主立法逻辑，和谐的国际法实践体现

为实证秩序的正义化，因为和谐本质上是主体论和价值论以及法律实践中正义和秩

序双重互动的结果。换言之，国际法的和谐建构是国际价值的体系化和优先性建构

的法律实践，在广义法律体系的逻辑下，它也是国际法理论之本体和实践之渊源的

宏观等级化和体系化，两者都为全人类共同价值在中观和微观层面的规范建构提供

了价值正当性和体系化逻辑。由此，儒家和谐观促进了国际法价值的体系化，秩序

的正义化为实现积极和平与公平发展揭示了内在逻辑，其实践路径就是全人类共同

价值的规范建构。

（三）全人类共同价值的国际规范建构

和谐价值的国际法实践是国际秩序正义化的过程，它推动了国际法价值的体系

化，为缓解国际法的碎片化困境提供了合法性资源，在宏观上促进了国际法的体系

化。而全人类共同价值则中观地促进了价值的规范化，并通过一般法律原则建构了

江河：中国国际法哲学的自主建构及其规范化进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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微观层面的具体规则。和谐之“和”在国际社会中主要体现为国际和平与安全，而

“谐”则揭示了“和”的发展状态和主体性目标，两者在国际法的价值形塑中统一为正

义化的秩序。通过和平与发展的中观演绎，基于国际法的基本价值和人类命运共同

体理念，和谐观有助于完善以联合国体系为核心的国际法秩序，这种规范建构功能

是宏观价值和谐化和规范体系化在中观和微观之法律规范建构上的延续，它主要体

现在一般法律原则和部门法的形构。然而，国际法的开放性及其民主赤字决定了法

律体系的碎片化和原始性，国际法的实践指导作用主要来自法哲学而非法理学，尽

管人类的主体性和全人类共同价值将使其朝着法理学之规范建构的体系化和等级

化迈进。在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下，中国提出了“和平、发展、公平、正义、民主、自由”

的全人类共同价值，这体现了儒家和谐价值观在建立新型国际关系外交实践中的现

代面向，也为国际法价值的规范化提供了内在的关联性逻辑和外在的发展路径。

沿着广义法律体系的历时和共时逻辑，和平与发展的和谐化可以促进国际法一

般原则和特定部门法的完善，尤其是通过国际合作原则与善意履行合作义务原则促

进“全球安全倡议”中共同、综合、合作、可持续的安全观实践。①首先，国家是法律秩

序的统一体，②社会安全是任何政治共同体及其法律体系的合法性基础，③法律体系

的统一性在某种意义上与政治共同体相对应。国际社会的无政府状态决定了国际

法的碎片化特征，社会安全和消极和平构成了 20世纪国际法的首要价值，而并非终

极的全球正义。因此，维护国际和平与安全、建构国际争端解决法，是人类主体性与

和谐价值观建构国际法教义学的坐标原点，它体现了国际法的程序性、开放性以及

国家主权双重属性和国际法双重法理之间的内在悖论。④国际争端解决法的支配性

价值是秩序，即形式意义上的国际和平与安全，这种价值进一步演绎为禁止使用武

力或以武力相威胁原则、和平解决国际争端原则，并在微观上体现为《联合国宪章》

第 33条所规定的各项政治与法律方法之规范功能。此外，国际合作原则、善意履行

国际义务原则及其制度外延的政治和法律双重性强化了国际法的双重社会基础。

这为秩序的正义化和全人类共同价值的规范建构提供了可能性，即在和平与发展的

良性互动中促进国际法的秩序正义化和实体正义化。因此，应沿着“全球安全倡议”

① 中国提出的“全球安全倡议”旨在消弭国际冲突根源、完善全球安全治理。鉴于国际社会正

面临维护传统安全与非传统安全的挑战，“共同、综合、合作、可持续的安全观”是全球安全倡议中核心

理念与原则的重要构成。参见《全球安全倡议概念文件》，https://www.mfa.gov.cn/wjbxw_new/202302/

t20230221_11028322.shtml，2024年1月13日访问。

② 参见[奥]汉斯·凯尔森：《法与国家的一般理论》，沈宗灵等译，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 1995年

版，第214页。

③ 此处的合法性应当是“legitimacy”而不是“legality”（合乎法律性），也有部分国内法学者特别

是实证法学者将这里的合法性措辞为正当性。

④ 参见江河、郑实：《南海争端和平解决的路径冲突及其化解——以国家主权的双重属性为框

架》，《政法论丛》2017年第5期，第23-24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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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基本框架建构以和平与安全为首要宗旨的国际争端解决法。①

根据儒家和谐观的内涵，全人类共同价值的提出意味着人类对持久和平与公平

发展的共同追求，其在实践中导向普惠包容、合作共赢、绿色健康、和谐共生的全球

发展目标。和平与发展不仅是人类社会永恒的主题，也是具有显性及外在特征的国

际法价值。和平与发展可被视为自然科学的熵增原理在社会科学和国际关系中的

适用，②二者体现了社会一体化过程中作为政治共同体的国家和社会系统之间的辩

证关系。消极的和平即国家间没有战争的状态，是秩序价值的国际化，而人类的生

存需求和主体性解放意味着发展的客观性和社会系统开放的必然性。全球化的经

济单向度性凸显了国家主权的经济维度，全人类共同价值的国际法实践有利于全球

化的政治和经济互动。尽管新自由主义的经济全球化在一定程度上促成了国家间

相互依赖以及和平与发展的实现，但其非公平发展也威胁到非传统安全意义下的积

极和平。因此，只有实现公平发展，才能有效应对国际社会的非传统安全危机，这也

意味着全人类共同价值应在“全球发展倡议”的引领下重构国际法的基本原则及规

范体系，③这要求以全人类共同价值引领国际发展法的创设与完善，以公平发展和国

际发展原则为合法性渊源，通过联合国和 WTO 机制的合作增强普惠制的实效性。

同时，儒家和谐观中人与社会、人与自然和谐的理念体现了国家之共时与人类代际

之历时的公平发展目标。为此，中国应形塑可持续发展原则，践行共同但有区别的

责任原则，以建构人类主体性意义下的国际发展法。

在国际法的主体性变革中，儒家和谐观主要通过民主和自由来实现价值规范化

的程序正义。在国际社会，由于全球公民身份的缺失以及以大多数为基础的选举和

决策制度的缺失，国际法的主体性无法为国际法价值体系和规范体系的等级化奠定

民主和自由的根基，这便使民主和自由的国际化成为国际法基础理论由法哲学向法

理学转变的决定性因素。这种转变将取决于两种条件：要么是全球化的非正义性导

致多重国际自然状态的复兴，这种状态下事实或潜在的战争足以让人类沿着社会契

约论的逻辑重建超国家的政治共同体；要么是在国家间政治中从抗衡霸权政治的精

英大国势力均衡走向负责任大国的多边主义政治。然而，这两种条件在历史实践中

又是相互交织的，前者以全球的联合国体系为萌芽状态，以欧洲联盟为理想状态，后

① 在“全球安全倡议”中，尊重各国主权与领土完整、坚持遵守《联合国宪章》宗旨和原则、坚持

和平解决国际争端等都构成了国际争端解决法的基本原则。

② 熵是物理学的概念，指的是自然界无序的量度，熵增原理是宇宙中任何空间系统都适用的定

律。熵增原理决定了任何生物系统必须向外寻求生存资源以维护系统内的秩序，而主权国家外在的

平等性也必然对应着发展的价值诉求，这也与人类物质文明的进程相一致。

③ 2021年 9月 21日，国家主席习近平着眼全球共同发展的长远目标和现实需要，在第七十六届

联合国大会一般性辩论上提出全球发展倡议。全球发展倡议以人民为中心，坚持“创新驱动”“行动导

向”“普惠包容”的原则，以共建团结、平等、均衡、普惠的全球发展伙伴关系。

江河：中国国际法哲学的自主建构及其规范化进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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者以中国的多边主义之负责任大国为代表。由于国家主权平等基础上的多边主义

政治是国家间民主之大多数的外交实践，而人类的主体性则是个人权利在全球化背

景下分化的结果，它奠定了国际组织的合法性基础。因此，只有在完成民主和自由

价值的国际化飞跃后，国际社会才能真正实现永久和平与公平发展，人类命运共同

体理念的人类主体性与和谐观才会在原始安全之地基上，经平等和公平等多个维度

向上建构出全球正义的塔顶。由此，外在横向范畴体系建构的国际法哲学才能最终

导向纵向范畴体系建构的国际法理学。

结论

单向度全球化形构的国际法导致了不公正和不合理的国际治理体系，国际法哲

学有利于沿着广义法律体系的逻辑重构国际法的价值、原则和规范体系，实现公平

正义的全球治理。面对国际法治的世界之问、时代之问和历史之问，中国不仅应当

坚持共商共建共享的全球治理理念，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而且应自主建构具

有中国特色的国际法哲学，使中国的国际法理论研究与国际法实践相适应。以国际

法的横向范畴体系为研究范式，主体论构成了理论逻辑之起点，国际法价值由人文

化到制度化是国际法主体协商的结果，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也将通过儒家和谐观的

现代面向推动国际法的主体性变革。而儒家和谐观和全人类共同价值则为国际法

本体及学科的建构提供了文化元素和哲学内涵。儒家和谐观通过人类命运共同体

理念与西方法治的程序话语进行有效的对接，从而拓展人类主体性与和谐价值在规

范建构中的国际影响力。从显性、客观的和平与发展价值，再到隐性、主观的公平和

正义，再到原始权利和公共权力互动的民主和自由，体现了由消极和平走向积极和

平，由形式正义迈向实质正义的发展路径，国际法的本体也将在全人类共同价值的

共时互动中得到构建。在人类的主体性和儒家文化的和谐观主导下，中国建构的国

际法哲学和国际法规范在国际社会实践中的互动，将促进国际法的主体性变革和国

际关系的民主化，进而消解单向度全球化所导致的人类生存危机。

Self-determined Construction of China’s Philosophy of
International Law and Its Approach to Normalization

Abstract: Faced with the profound changes unseen in a century, the con-

struction of international law in the light of philosophy of law constitutes the pre-

requisite of the development of the systems of the discipline, scholarship and dis-

course for international law. Since modern times, the western states formulate the

unjust system of rules of international law in a setting of colonial system an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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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ne-dimensional globalization, which cause the dilemma of global governance and

in turn call for the reconstruction of theory and norm under the initiative of re-

sponsible great powers. To this end, horizontal system of categories and their cor-

relation can contribute to the self-determined construction of China’s philosophy

of international law in the methodology of social sciences of law. As a result of

the fragmentation and openness of modern international law, the theories of sub-

ject and value become the leading categories for the shaping and construction of

the basic theories of international law. Humanity as subject for a community of

shared future for mankind and harmony as value for China’s outstanding tradition-

al culture can benefit the mutual interaction between the categories of subjects

and values of international law, and they together shape the macro-systematicity

of international law in the logic of a just order and broad concept of legal sys-

tem and also microscopically contribute to the legal formulation of various levels

of legal principles and specific rules of international law.

Key words: basic categories; one-dimensional globalization; philosophy of in-

ternational law; a community of shared future for mankind; Confucian conception

of harmon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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